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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犯罪中利益转移的要件重构：	
从物的占有到债的实现

陈少青*

内容提要 财产性利益是指具有请求权属性的“债”，由于“财产性利

益 / 债”与“财物 / 物”在权利归属与权利实现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对于利益

转移的判断不能套用财物占有转移的认定思路。财产性利益的转移根植于债

的权利实现维度，转移的对象并非债权，而是债所承载的特定利益，当财产性利

益发生转移后，债权人失去了权利实现可能性。在认定权利实现是否具有可能

性时，民事救济可能性是核心的考量要素。财产犯罪中，利益转移具有双层构

造：其一，内因要素的转移，实现债所承载的利益的主动权从被害人转移至行

为人，双方之间优势地位逆转；其二，外化要素的转移，行为人利用利益实现的

主动权，获得原本应由被害人享有的债所承载的现实利益。唯有内因要素与外

化要素均发生转移时，财产性利益的转移才宣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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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财产性利益是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这一点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关于财产性利益的

概念，学者将其界定为“人的财产之中除了财物之外的全部内容”(1)，或“财物以外的、无

形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它是根据人为的法律或者合同，能够让对方向自己进行或者

不进行一定支付的权利”(2)。作为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财产性利益与财物并立，如果将此

映射至民法，财物属于物权法的保护范围，财产性利益属于债法的保护领域。(3) 财产性利

益是指具有请求权属性的“债”，其涵盖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电信服务、劳务、虚拟财

产等内容。(4) 考虑到“债”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财产性利益自身具有无形性，所

以较之财物转移，对于缺乏固定载体的利益转移之判断变得更为困难，(5)很多场合下的利

益变动并不能在时空中“留痕”，所谓的“转移”更多地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特征 (6)。对

于财产性利益是否可以转移、在多大限度内转移，学界存在较大争议，进而导致诸多实务

问题的处理变得颇为棘手。

因债权关系变化导致的利益转移可以分为两种：债务不履行（包括债务免除或履

行不能）与债权增设。前者是指行为人采取不法手段免除其所承担的债务或导致债务

无法履行；后者是指行为人采取不法手段增设债权，导致被害人负担债务。其中，与债务

不履行相关的典型问题发生在“逃费”类案件中。司法实践中，对于以跟车闯卡、在高

速公路非正常缺口进出等方式偷逃高速道路通行费的行为，支持构成利益盗窃罪与反对

构成利益盗窃罪（转而成立诈骗罪或寻衅滋事罪）的判决基本呈“势均力敌”之态势，(7)

其争议的核心问题是，逃费行为是否导致财产性利益发生转移。

与“债务不履行是否造成利益转移”备受争议不同，在债权设立的场合，学界对是

否成立利益转移似乎缺乏足够关注，但其中隐含的理论争议同样不容忽视。在“套路贷”

类案件中，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增设虚假的债权是套路贷的本质特征，(8)增设债权能否被评

价为利益转移是认定诈骗罪的关键。对此，司法实践的通常做法是将行为人增设债权而

(1) 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有斐閣，2023 年）231 頁。

(2) 黎宏：《刑法学各论》（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378 页。

(3) 参见王骏：《刑法中的“财物价值”与“财产性利益”》，载《清华法学》2016 年第 3 期，第 49 页。

(4) 本文将财产性利益界定为“债”，并且限于民法典合同编所规定的原权之债，包括原权性意定之债（合同之债）与原

权性法定之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之债）。对此观点的具体阐释，参见黎宏、陈少青：《论财产犯中的财产性利益》，载

《交大法学》2022 年第 5 期，第 37-39 页。

(5) 松原芳博『刑法各論』（日本評論社，2024 年）267 頁参照。

(6) 林幹人『刑法各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 年）175 頁参照。

(7) 认定构成盗窃罪的判决，参见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法院（2019）豫 0823 刑初 721 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2019）粤 0304 刑初 877 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构成诈骗罪的判决，参见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
川 0107 刑初 265 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判决，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08 刑初 928
号刑事判决书。

(8) 参见陈兴良：《套路贷犯罪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 年第 5 期，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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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逞部分的数额作为犯罪未遂数额，(9)这表明增设债权本身没有完成利益转移，但创设

了利益转移的高度风险。与之相对，学界对于增设债权的定性不乏争议，就增设债权本

身处在利益转移与犯罪成立的哪一阶段尚未形成共识。对于如何准确把握增设债权型

的利益转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界针对债务不履行与债权增设中的利益转移缺乏

体系化构造。债务不履行与债权设立分别作为债的从有到无与从无到有，属于利益变动

的一体两面，在认定利益转移时，二者的分析思路应当具有一贯性。单独考虑债务不履

行或单独考虑债权增设中的利益转移都难以整体把握利益转移要件之全貌，也就难以挖

掘利益转移背后的深层机理。不仅如此，现有理论解释力的不足还进一步导致在处理涉

及多个主体的复杂债权关系案件的场合，利益转移的认定变得异常复杂、模糊。

在前述案件类型中，无论是“逃费”类案件还是“套路贷”类案件，均仅涉及单个债，

利益转移的判断只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两个主体之间展开（本文将此类型称为“双边之

债”）。但现实生活中，债权利益可能同时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债的）多个主体，利益转移

的判断需要在多个主体之间展开（本文将此类型称为“多边之债”）。在偷换二维码、掐

卡等案件中，多个主体之间的利益转移问题受到关注，如价款债权利益在顾客、商家以及

调换二维码的行为人之间如何发生转移，存款债权利益在银行、供卡人以及用卡人之间如

何发生转移等。对于利益转移要件的研究不够透彻致使此类案件的处理变得极具争议。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首先对目前学界主流的以占有为核心判断利益转移的思路

予以反思。在明确财产性利益与财物在权利归属、权利实现等方面形成相互平行的法律

关系的基础上，立足于债的权利实现维度，探究利益转移的内在机理，进而完成利益转移

要件的双层构造。最后，在各种案件类型中对利益转移要件予以具体判断，为双边之债

（如逃费、不法取回权利凭证、套路贷、非法充值等）、多边之债（如调换二维码、掐卡等）

场景下的利益转移疑难问题提出妥善的处理方案。

二、财产性利益与占有的关系

现有理论之所以将财产性利益与占有挂钩，与我国的立法规定相关。我国刑法将财

产犯罪的对象概括为“财物”，其既包括狭义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10)在财产犯罪的同

一罪名项下，财产性利益与财物具有相同地位，那么财物犯罪与利益犯罪需能够统合在

同一犯罪构成之中 (11)。对此，有两种处理路径：其一，将财物犯罪的犯罪构成直接移植到

(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123 集），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6 页。

(10) 在我国刑法中，财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财物包括有体物与无体物，广义的财物包括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 6 版下），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214 页。本文所讨论的财物为狭义财物。

(11) 参见李强：《财产犯罪法律规定的比较分析——以日本、德国、中国刑法为对象》，载《法学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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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犯罪的犯罪构成，具体到利益转移要件，将财物转移的认定思路适用于利益转移；其

二，在财物犯罪之外，对利益犯罪的犯罪构成进行独立判断，之后再从二者之中抽离出共

通部分作为整个财产犯罪的犯罪构成，具体到利益转移要件，在对其独立构建后，再与财

物转移要件相整合，抽取出共通部分作为“财产转移”要件。

在两种路径的选择中，前一种路径无疑更为简洁、高效，往往成为学者的首选方案，

并围绕财产性利益与占有的关系发展出诸多学说。

（一）现有学说的梳理

财物转移通常表述为“打破占有 + 建立占有”（以下简称“占有公式”），考虑到财

物与财产性利益同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是否可以将财物转移的认定模式“嫁接”至财产

性利益，能否以占有为核心构建利益转移要件，便成为关键所在，这一点在利益盗窃问题

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就此，现有以下三种学说观点：

1. 财产性利益能够被规范占有

肯定财产性利益能够被占有的学者认为，占有的本质是规范性支配，事实性支配不

过是规范性支配的表象，故可以将占有概念扩展应用于财产性利益，借用“占有公式”

诠释利益转移，各种类型的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如要成立财产犯罪，就必须遵循与对

应的财物犯罪同样的行为逻辑与学理构成。(12) 具体而言，若想成立财产转移，“必须将财

物、利益由原占有人处转移至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处，这就要求取得财物、利益相对应的法

益侵害，必须发生在先前的占有人身上。这样，‘利益’必须与‘物’一样具有转移性……

例如，强迫被害人在自动取款机上操作，将其存款转入行为人的银行账户，该存款是被害

人对银行的债权，这种存款转移实际上是一种债权转移，也就是一种财产性利益的转移，

因此，行为人可能成立抢劫罪”(13)。

不过，肯定财产性利益能够被占有的学者对于逃费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存在较大

分歧。反对观点认为，逃费属于债务不履行，并不会使被害人所享有的债权转移至行为

人或第三人占有，被害人虽然不能实现债权，但仍然可以向行为人主张债权；既然行为对

象没有发生转移，就不能认定行为符合盗窃的特征。(14) 与之相对，肯定观点主张，“当该

债权在事实上无法实现或者变得极为困难时，即便债权人规范意义上仍享有债权，也是

徒有利益之名，犹如‘纸老虎’，债权人已丧失财产利益……只有当债务人的行为导致了

债务履行由被害人支配转为由行为人支配，这种特殊的债务不履行才属于支配状态发生

了变动，逃费行为就是典型例子”(15)。

2. 财产性利益不能被事实占有

否定财产性利益能够被占有的学者认为：“财产性利益本来不能被占有，从而也就

不可能被转移占有，而盗窃罪是转移占有的犯罪，逻辑的结论应当是财产性利益不能成

(12) 参见李强：《财产性利益犯罪的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6-147 页。

(13) 前注 ③，王骏文，第 55 页。

(14) 参见张明楷：《论盗窃财产性利益》，载《中外法学》2016 年第 6 期，第 1423-1424 页。

(15) 王琦：《逃费行为应当构成盗窃罪》，载《法学评论》2020 年第 2 期，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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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盗窃罪的对象。”(16) 债权等作为观念性存在的财产性利益，不可能被权利人之外的其他

人直接“夺取”或“拿走”，也就不能以打破并建立占有的方式予以侵害。(17)

与肯定说承认规范占有不同，否定说虽然认可在判断占有归属时引入规范性视角，

但财物的占有必须要求权利人对客体具有事实层面的控制力，所以纯粹规范化或观念化

的占有是不存在的，而财产性利益的占有恰属于此。如果将财产性利益作为占有的对象，

则占有（人）就是权利（人），占有的“事实控制力”的核心含义被消解，打破他人占有

就被置换或者等同于损害他人的权益，除了一个权益损害的结果之外，盗窃罪的客观构

成要件部分没有实质性内容，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18)

3. 财产性利益能被事实占有

新近观点试图在事实层面构建对于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财产性利益的事实占有

说”），其可以视作是对肯定说与否定说的折中，即一方面在结论上认可了财产性利益能

够被占有，另一方面又基本维持占有在事实层面的意涵，强调财产性利益在事实上的行

使可能性。具体而言，对于财产性利益的判断应当区分“所有”与“占有”，前者特指财

产性利益在法律上的权利归属，后者是指财产性利益在事实上的行使可能性。财产性利

益的占有虽然带有规范特征，但不得以权利归属作为判断财产性利益占有及其转移的标

准。在利益盗窃罪中，只有当行为人不仅取得了财产性利益的事实行使可能性（建立占

有），还消除了原权利人对财产性利益的事实行使可能性（破坏占有）时，才构成盗窃罪

中利益的占有转移。(19)

由此可见，学界对占有概念本身有着不同认识，以至于在财产性利益能否被占有、可

否通过“占有公式”认定利益转移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

（二）财产性利益不能成为占有的对象

若利益转移的判断能够准用财物转移的“占有公式”，其前提是财产性利益与财物

在权利属性、转移形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然而，财产性利益与财物的性质存在根本差

异，前者与占有概念有着天然隔阂，不能成为占有的对象。

1. 占有概念的兼容性：财物 / 财产性利益

无论是肯定说、否定说还是财产性利益的事实占有说，对财产性利益的讨论都围绕

占有展开，其结论差异更多是取决于对占有的不同理解。问题是，财产性利益的确与占

有相关联吗？

在财产犯罪中，占有概念主要适用于财物犯罪，即便学者在占有的理解上存在分歧，

但对于占有概念的核心语义——支配——并无太多争议。在“支配”的语境下，占有是

(16) 刘明祥：《论窃取财产性利益》，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8 期，第 65 页。

(17) 参见徐凌波：《虚拟财产犯罪的教义学展开》，载《法学家》2017 年第 4 期，第 52-53 页。

(18) 参见车浩：《占有概念的二重性：事实与规范》，载《中外法学》2014 年第 5 期，第 1215-1216 页。也有学者提出“僭

权理论”，认为即便利益转移不能被占有，也不意味着利益盗窃罪本身就不成立。参见马寅翔：《限缩与扩张：财产性

利益盗窃与诈骗的界分之道》，载《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50 页。

(19) 参见徐凌波：《财产犯罪中财产性利益的事实占有：以存款债权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24 年第 5 期，第 140-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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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描述，主体于财物上所获利益体现为其通过对财物本身的支配

而享有财物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打破占有与建立占有”实际上打破与建立主

体对财物的支配，进而影响物之价值利益的实现发生变动。具体而言，主体对于具体财

物享有价值利益，体现在其对于该财物享有占有 (20)、使用、收益以及处分等诸多权能，并通

过行使这些权能来切实享有财物的内在价值。在财物转移的场合，旧的主体对于财物的

支配被打破，失去了针对财物所享有的诸多权能，进而无法切实享有财物的内在价值；新

的主体建立起对财物的支配，在获得诸项权能的同时，切实享有了财物价值。在“（旧）

主体—物—（新）主体”的情境下，通过切断“（旧）主体—物”中的支配关系，并新建

“物—（新）主体”中的支配关系，实现物的转移。

与之相对，财产性利益作为债，并不依托于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某种物体，而是一种

由规范构建出的法律关系，(21)在此意义上，债（权）乃是“一种精神观念之产物”(22)。主体

享有财产性利益要依托于债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债权人的利益实现要借助债务人履

行债务来完成，所以围绕债所形成的财产利益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配合。在

此过程中，以支配为核心语义的占有概念不能成为描述债之关系的术语，因为按照“自

由的普遍法则”，法律应避免出现债权人对债务人人格的支配，债权只配具有请求的力

量。(23) 债权作为请求权，其本质上仅能为特定给付提供法律基础，而不具有支配性，没有

赋予债权人支配债务人的人身、行为及财产的权利。(24)

2. 权利内容的差异性：财物 / 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不能被占有，财物 / 物与财产性利益 / 债之间难以互通，二者在规范层面

形成的权利内容呈现出根本性差异，此乃“物债二分”(25) 之基本理念的必然产物，该差异

可以从权利归属与权利实现两个维度予以阐述 (26)。其中，前者表明权利在归属意义上的权

利特质，明确物或债所形成的各项权利（物权或债权）归属于特定主体；后者表明权利

在实现意义上的利益属性，明确权利实现的具体流程以及权利实现所带来的特定利益。

在权利归属的维度，对于财物而言，权利归属围绕“人与物”展开，表现为物所形成

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物权归属于特定主体，并且物权为绝对权，具有排他性、

支配性等特质；对于财产性利益而言，权利归属围绕“人与人”展开，表现为债所形成的

合同之债、法定之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等归属于特定主体，并且债权为相对权，

(20) 此处的“占有”特指“占有权能”，占有权能既是行使物的支配权的基础与前提，又可以作为所有权的独立权能，在一

定条件下与所有权分离。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 7 版），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4 页。

(21) 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第 2 版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14-15 页。

(22) 施鸿鹏：《债权的侵权法保护及其法理构成》，载《法学家》2022 年第 1 期，第 48 页。

(23) 参见徐晓峰：《论以分离原则为基础的财产权交易规则——法国法的原貌与中国法的未来》，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
年第 1 期，第 37 页。

(24)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82 页。

(25) 自近代以来，我国一直受到物债二分理论的影响，并在民法典中分别规定了物权编与合同编，通过明确区分物权与债

权，构建物债二分体系。参见王利明：《物债二分视角下的物权请求权》，载《政法论坛》2023 年第 4 期，第 64-65 页。

(26) 参见前注 ㉒，施鸿鹏文，第 47-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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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平等性、非支配性等特质。(27) 在权利实现的维度，对于财物而言，权利的实现是权利

主体通过对财物进行支配等方式获取特定利益，该利益为物所蕴含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

值，此时“占有”成为权利实现的主导性概念；对于财产性利益而言，权利的实现是权利

主体以请求相对方履行债务等方式获得特定利益，该利益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约定或法律

规定而确立——“债所承载的特定利益”，此时“占有”不能成为权利实现的主导性概念。

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在权利归属上的差异使得二者在权利实现路径上产生分野，进而

导致针对财物的侵害模式与针对财产性利益的侵害模式互不相同。在财物的场合，权利

归属指向“人与物”，物权具有排他性，权利实现借助于权利主体对该物的支配；与此相

对应，犯罪人实施侵害需直接指向物本身，财物被转移占有导致主体无法享有财物蕴含

的内在价值。在财产性利益的场合，权利归属指向“人与人”，债权不具有排他性，权利

实现依赖于他人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与此相对应，犯罪人实施的侵害指向行为本

身，通过不为权利人请求之行为导致主体无法获得债所承载的特定利益。

因此，财产性利益与财物在权利归属与权利实现维度形成两种相互平行的法律关

系。在占有语境下诠释财产性利益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将利益转移模式等同于

财物转移模式的路径不具有可行性，故有必要转换思路，另行确立利益转移的判断方法。

三、财产犯罪中利益转移的内在机理与双层构造

既然财产性利益无法被占有，那么就需要采取前述第二种分析路径，独立构建利益

转移要件的认定思路。对此，应当回归财产性利益作为“债”的本质属性，在权利实现

维度探究由债“变现”为特定利益的具体过程，进而明确在利益转移过程中，不同权利

主体之间到底发生了何种转移。

（一）利益转移的内在机理

在明确利益转移要件的构造之前，需要首先从债的权利属性出发，解析利益转移的

内在发生机理，具体包含三个方面。

1. 利益转移根植于债的权利实现维度

如前所述，权利内容可以分为权利归属与权利实现两个维度，具体到财产性利益，权

利归属指向债的属性以及债权归谁所有，权利实现指向债权人通过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

等方式获得债所承载的具体利益。在认定财产犯罪时，权利归属与权利实现不可混同：

前者主要用于明确刑法的保护对象，享有物或债的权利人为刑事被害人，刑法为之提供

保护；后者主要用于明确法益遭到侵害的具体过程，本不享有权利之人获取了物或债所

承载的价值利益，从而侵害权利人的财产权。

具体而言，在侵犯财物的场合（如财物盗窃），对财物享有权利的主体在权利归属层

面获得该物的所有权，行为人通过财物转移占有，实现了其对于财物所蕴含价值利益的

(27) 参见叶金强：《物债二分体系下本土实践的理论塑造》，载《法学家》2025 年第 1 期，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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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享有，在此情形下，即便被害人的财物被盗窃，其依然享有所有权等物权，后者作为

观念物，不能成为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28) 换言之，即便被害人在财物的权利归属层面一

直享有所有权，但在财物的权利实现层面因财物转移而导致其失去了对财物蕴含的价值

利益的现实享有，财产法益受到侵害。同理，在侵犯财产性利益的场合（如利益盗窃），

对债享有权利的主体在权利归属层面获得债权，行为人通过利益转移，实现了其对债所

承载的利益之现实享有，在此情形下，即便被害人在债的权利归属层面一直享有债权，但

在债的权利实现层面则因利益转移而失去了对债所承载的利益的现实享有，财产法益受

到侵害。故在逃费类案件中，以被害人仍然有权要求行为人支付费用为由否定利益转移

的观点，混淆了权利归属与权利实现。在此场合，被害人享有债权不仅不能否定利益转

移，反而成为利益转移的前提。债所承载的利益之所以发生转移，正是源于权利归属与

权利实现之间的错位，满足债的权利归属的主体却无法在现实中完成债的权利实现。

因此，利益转移根植于权利实现的维度，权利归属不过是利益转移或权利实现的起

点，无论在利益转移之后债的权利归属是否发生变化（债权依然存在或已经消灭），都意

味着其本应享有的债所承载的特定利益——债权的实现利益——转移至他人，后者完成

了债的权利的现实实现。故财产性利益的转移并非是债（债权）的转移，而是债所承载

的特定利益之转移，利益转移判断的核心并非“债权是否存在”，而是“债权是否能够履

行、实现”。“规范层面上享有债权本身并不重要，事实层面上债务履行，达到债的目的，

使之现实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才是关键所在。”(29)

2. 利益转移导致债权人失去权利实现可能性

利益转移的核心在于债权的实现利益在主体之间发生转移。如果债权人能够通过

行使债权来实现债所承载的利益，则财产性利益没有发生转移；反之，如果债权人不能通

过行使债权来实现债所承载的利益，反而由违背债权人意愿的其他人获得该利益，则财

产性利益发生转移。简言之，基于债权人的视角，利益转移导致权利人从能够实现债所

承载的利益变为不能实现债所承载的利益，债权人失去了权利实现可能性。

问题是，如何判断债权实现是否可能？对此，需要回归“债”的本质特征进行思考。

在古罗马，“债”被定义为“应负担履行义务的法锁”(30)，这说明“存在着一个司法的保

护迫使债务人履行给付，即使他不愿意”(31)。当通过债之关系建立起连接、束缚双方当事人

的法律上的锁链时，债（合同）必须严守，法律要为当事人提供保护。

债作为法律之锁，其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强制性，法律为了确保、迫使债务人

履行债务，为债权人提供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债权的可实现性是债权的基本属性，为此

债权人除了具有请求力，还具有强制执行力、依法自力实现力等，其中请求力是基于债之

(28) 参见车浩：《重构财产犯罪的法益与体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 年第 4 期，第 62 页。

(29) 前注 ⑮，王琦文，第 103 页。

(30)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82-183 页。

(31)	［意］朱塞佩·法尔科内：《义务和法锁：追溯债的经典定义之起源》，齐云译，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

（第 6 卷），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6-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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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请求给付，如果债务人不自愿履行债务，债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

诉讼，此即诉请履行力——诉求力，没有诉求力的请求力会受到极大削弱，如果债权人获

得胜诉判决，则可以通过强制执行以实现债权，此为债权的强制执行力。(32) 由此可见，即

便债权人的权利实现面临暂时的障碍，但如果通过法律为其提供的补救或救济手段可以

消除障碍，则债权人仍保有权利实现的可能性。例如，民事纠纷中的债务人表示其不愿

履行债务，此时尚不能直接断定债权丧失了实现可能性，因为债作为束缚债务人的锁链，

当债务人拒绝履行时，法律会为债权人提供救济性手段，后者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仲裁以

及私力救济等方式迫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从而确保债权人实现债所承载的利益。

3. 民事救济可能性是权利实现可能性的核心要素

债权的可实现性要求债“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各方当事人对其必须认真遵

守”(33)。当债务人拒绝履行时，债权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国家强制力能否提供有效保障。

债务人主动履行与国家强制其履行均属于债权实现的有效途径，而国家能否强制债务履

行又与被害人的民事救济情况密切相关。因为在私法自治领域，公权力不能主动介入平

等主体之间的纠纷，为了保障债的拘束力，当债务人拒绝履行时，法律赋予债权人救济性

权利，并被动等待后者自主选择民事救济途径（诉讼、仲裁等）来寻求国家助力。国家

强制债务履行以权利人寻求民事救济为前提，权利人的民事救济可能性成为权利实现可

能性的核心要素。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债权无法实现直接指向权利人遭受财产损失。刑法中的财产损失状况表明被

害人丧失民事救济可能性，利益转移导致债权人从能够实现债权变为不能实现债权，债

权不能实现正是权利人遭受财产损失的外部表现。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

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就将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等债权无法实现的

情况认定为经济损失。

另外，有些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针对财产性利益损失的具体表现虽缺乏直接规

定，但在认定其他构成要件时，附随性地将财产性利益的损失状况予以列举式描述。例

如，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肆意挥霍骗取资金、

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骗取资金或大量透支、获取资金后逃匿、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

等情形，这些情形在表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同时，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被害人财

产损失的具体状况。行为人肆意挥霍、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信用卡说明其欠缺债务

履行能力，即便债权人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获得胜诉，也因债务人没有足够可被执行的

财产而无法获得有效救济；行为人逃匿、转移、隐匿财产说明其拒绝履行债务的意愿极

为强烈，债权人即便民事胜诉，也因找不到行为人可供执行的财产而难以获得有效救济。

(32) 参见前注 ㉑，王洪亮书，第 47 页。

(33) 崔建远：《论合同严守原则》，载《法治社会》2023 年第 3 期，第 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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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典型情形呈现出的财产损失状况与被害人的民事救济密切相关，“债权实现可能

性—财产损失状况—民事救济可能性”形成严密的逻辑链条。

其次，将民事救济可能性纳入债权实现可能性的判断，能够合理限定利益犯罪的成

立范围。如果仅从字面意义来看，债权不能实现对应于民法上的债务不履行，由此可能

引发的困惑是，犯罪导致债权不能实现与民事债务不履行之间应作何区分，这在利益盗

窃罪上有充分体现。日本刑法没有在盗窃罪中规定利益盗窃的重要原因是，若利益盗窃

构成犯罪，则民法上的债务不履行就会直接被认定为财产犯罪。(34) 我国学者否定债务不

履行构成盗窃罪的理由之一也是担心这样会使“所有欠债不还的行为均成立盗窃罪”(35)。

为了实现刑民界分、合理限定利益犯罪的成立范围，需要为债权实现可能性这一术

语添加更丰富的内涵，以限制其外延。民事救济作为债权请求力与强制执行力的重要内

容，其救济可能性自然成为债权实现可能性的内在要素。况且，民事救济可能性作为刑

民界分的重要标准，已经被实务界广泛认可。例如，法院在“黄某诈骗案”中指出，陌生

人之间的诈骗与熟人之间的诈骗存在不同，在陌生人之间的场合，由于被害人不知道犯

罪分子的姓名、住址，犯罪分子一旦骗得被害人财物就逃之夭夭，切断与被害人的联系，

所以容易构成刑事诈骗；在熟人之间的场合，需要判断被骗人能否能够通过民事途径进

行救济，如果被骗人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则不宜认定为诈骗犯罪。(36) 据此，唯有

丧失民事救济可能性意义上的债权无法实现才属于财产犯罪中利益转移所导致的后果，

在没有丧失民事救济可能性的场合，仅属于民法上的债务不履行。

最后，现有观点在认定债权能否实现时，已经蕴含了民事救济的相关内容。学者在

使用“债权实现可能性消灭”或“债权事实上无法实现”等术语时，暗含了从民事救济

的角度来判断债权实现可能性的思路。例如在债务人拒绝履行债务的场合，有学者提出，

若债权人处保存大量与债权相关的证据，债务人仍须被迫履行债务，此时有切实实现债

权的可能。(37) 权利人保有证据的意义在于当其寻求公权力救济时，该证据是公权力支持

其请求的基础。又如在逃费的场合，有观点主张，行为人已经不知去向，被害人很难找其

索要餐费或者住宿费，此时犯罪行为“打破被害人（债权人）对债权实现的支配状态，

转为事实上无法向债务人主张债务，也无法向法院诉请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状态”(38)。

（二）利益转移的双层构造

民事救济可能性在成为判断利益犯罪成立与否的重要考量要素的同时，应避免独立

于犯罪构成之外。犯罪构成作为判断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唯一标准，不应有任何要素在

不隶属于犯罪构成的情况下对犯罪成立起决定性作用。民事救济可能性作为实质限定

(34) 井田良·前揭書 ① 234 頁参照。

(35) 前注 ⑭，张明楷文，第 1426 页。

(3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122 集），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0-61 页。

(37) 西田典之『刑法各論』（橋爪隆補訂）（弘文堂，2018 年）189 頁参照。

(38) 前注 ⑮，王琦文，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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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成立范围的核心内容，应当“嵌入”利益转移要件的具体构造。因此，需要从权利

实现可能性、民事救济可能性等角度切入，确立与财物转移之占有公式相对应的利益转

移之规范构造，其可分为内因要素的转移和外化要素的转移两个阶段。

1. 内因要素的转移

由于债权客体既不是物，也不是债务人的人身，而是请求债务人为一定的给付，所以

债权的实现依赖于债务人的某种行为，债所承载的利益最终由谁享有，要通过权利人与

义务人的互动来确定。整个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处于一种博弈状态：当权利人处于强势

地位时，其可以督促、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从而实现债权并享有债所承载的利益；反之，

当义务人处于强势地位时，权利人难以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从而无法实现债权，债所承

载的利益被债务人享有。二者之间谁更具优势地位对于债的权利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

质言之，谁在“人与人”之间处于优势地位，对实现债所承载的利益享有主动权，谁就往

往最终享有该利益。由此推之，在利益转移过程中，真正发生变化的首先是主体之间实

现债所承载的利益的主动权（以下简称“利益实现的主动权”），该主动权作为债权实现

的内在动因，其转移可被称为“内因要素的转移”，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在债务不履行的场合，主动权从债权人转移至债务人。在犯罪行为实施之前，

被害人（债权人）对于实现债所承载的利益具有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虽然现实生活

中，债务人有时似乎更为强势，但法律为债权人的权利实现提供了完备的保障机制。民

事救济作为债权实现的有力保障，能够确保债权人在实现债所承载的利益上享有主动

权，面对行为人拒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可以自主决定采用何种救济手段解决纠纷。“公权

力的救济措施处在当事人基于个人意思来实现民事权利的延长线上，同时也是当事人所

能自主决定（同时需要公权力机关予以‘配合’）的最后一张‘底牌’。”(39) 债权人在与债

务人的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实现债所承载的利益具有主动权。

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债务人在与债权人的博弈中取得了优势地位。行为人（债务

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不仅表明其不履行债务，而且阻断了被害人（债权人）的民事

救济可能性，被害人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等手段强制行为人履行债务。债权能否实现取决

于行为人是否愿意履行债务，利益实现的主动权从被害人转移至行为人。

其二，在债权增设的场合，主动权则从被害人（债务人）转移至行为人（债权人）。

在增设债权之前，虽然债权本身尚未设立，但其所承载的那部分利益完全由被害人享有，

是否对该利益进行处分、以何种方式处分，均由被害人自主决定；在增设债权之后，行为

人通过不法手段与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阻断被害人民事救济

的可能，致使被害人陷入不得不履行债务的境地，利益实现的主动权转移到行为人手中。

例如在套路贷类案件中，行为人以“违约金”等名义诱骗被害人，增设虚高债权，并且通

过签订借条、制造被害人已取得全部虚高借款金额的痕迹等方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导致被害人陷入必须履行债务的困境，行为人获得利益实现的主动权。

(39) 陈少青：《刑民界分视野下诈骗罪成立范围的实质认定》，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 1 期，第 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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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化要素的转移

当利益实现的主动权发生转移之后，行为人在与被害人的博弈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但此时尚不能认为利益转移已经完成。因为我国刑法中的财产犯罪要求达到一定的犯

罪数额，那么利益转移需要现实具象化为特定的利益数额。只有当行为人将其取得的主

动权现实转化为特定利益时，具体数额的利益转移才算完成。相较于主动权这一内因要

素的转移，具体现实利益的移转是行为人利用主动权而达成的外部效果，故可以将后者

称为“外化要素的转移”。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在债务不履行的场合，外化要素的转移可以借助内因要素的转移而直接实现。

当利益实现的主动权发生转移时，被害人只能寄希望于债务人主动履行债务，但考虑到

债务人的目的就是拒不履行债务，所以在主动权转移的同时，债务不履行直接现实地发

生，现实的外在利益随即发生转移。例如在逃费类案件中，行为人在享受高速公路、餐饮

等服务后逃之夭夭，导致商家难以通过民事手段获得救济，在利益实现的主动权转移至

行为人的同时，外在利益也发生转移，债权人遭受财产损失。

其二，在债权增设的场合，外化要素的转移需要通过行为人采取进一步的手段才能

得到实现。在债权增设的时点，虽然行为人取得利益实现的主动权，但由于此时被害人

还没有现实地履行债务，所以行为人需要进一步凭借其优势地位，利用该主动权来完成

外在利益的转移。例如在套路贷类案件中，行为人在增设虚高债权，并使被害人陷入不

得不履行的境地之后，还需要采取威胁恐吓、虚假诉讼等方式逼迫被害人按照虚高的借

款金额进行还款，从而实现具体外在利益的转移。

3. 两个阶段的关联性

利益转移的流程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一为内因要素的转移，此为利益转移的内在核

心，利益实现的主动权从被害人转移至行为人，后者可以自主决定债权债务是否履行、如

何履行；阶段二为外化要素的转移，此为利益转移的外在体现，行为人利用利益实现的主

动权，通过债的履行与否，获取原本由被害人所享有的债所承载的现实利益。

两个阶段之间形成“内”与“外”、“因”与“果”以及“基础”与“派生”等逻

辑关系。首先，阶段一为“内”，阶段二为“外”。利益实现主动权的转移是“内因”，外

在现实利益的转移是“外化”，二者乃表里关系。其次，阶段一为“因”，阶段二为“果”。

利益实现主动权的转移是外在现实利益能够转移的决定要素，只有主动权发生转移，现

实利益才有转移之可能。最后，阶段一为“基础”，阶段二为“派生”，外在现实利益的转

移是利益实现主动权转移的自然延伸，处在主动权进一步“变现”的延长线上，只要完

成阶段一，阶段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已。所以在阶段一完成时，

犯罪行为致使利益实现的主动权发生转移，被害人财产往往陷入现实、具体的危险当中；

当阶段二完成时，具体外在利益发生转移，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犯罪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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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产犯罪中利益转移要件的具体适用

利益转移不能被笼统地理解为财产状况的此消彼长，其关键在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

间利益实现的主动权发生转移，民事救济可能性作为判断内因要素转移的核心内容，应

被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这既能确保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又能界分刑民各自的规制范

围，由此双边之债与多边之债中的犯罪疑难问题可以得到妥善处理。

（一）双边之债中的利益转移

双边之债中的利益转移是利益犯罪的基础形态，债权人与债务人作为“债”之双方

当事人，一方的不法行为导致另一方遭受财产损失。此时，是否成立财产犯罪的关键在

于行为是否满足利益转移要件。

1. 情形一：债务不履行

（1）逃费中的利益转移

如前所述，否定利益盗窃罪的主要理由在于，倘若逃费行为构成盗窃罪，就无法区分

民事上的债务不履行与刑事犯罪，并且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除了利益损害外，没有其他

实质内容。但在明确利益转移要件的构造之后，上述观点可以得到如下回应：

其一，民事上的债务不履行并不必然导致财产犯罪中的利益转移，刑民界分清晰明

确。利益转移不仅要求民事上的债务不履行，而且要求行为人阻断被害人民事救济可能

性，债权实现的主动权从债权人转移至债务人。反之，在多数场合，行为人虽然拒不履行

债务，但债权人仍有充分有效的民事救济手段来确保债权利益的最终实现，债权人一直

居于优势地位，主动权并未转移，由此也就不符合刑法上的利益转移要件。利益实现的

主动权转移为民事违约 / 侵权与刑事犯罪划定明确的界限，刑法仅将部分民事债务不履

行纳入利益犯罪的范畴。

其二，“内因要素转移 + 外化要素转移”是与财物转移中的占有公式相并行的规范

构造。在财物犯罪中，财物转移体现为主体与财物之间关系的变动，占有公式表明主体

对财物的支配权从被害人转移至行为人，后者获得财物价值利益；在利益犯罪中，利益

转移取决于主体之间关系地位的变动，利益实现的主动权从债权人转移至债务人（内因

要素转移），后者获得债权实现利益（外化要素转移）。“内因要素转移 + 外化要素转移”

作为与占有公式相并行的规范构造，填充到利益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中。

因此，将偷逃餐费、高速公路费等行为认定为盗窃罪，既不会造成犯罪圈的过度扩

张，也不会破坏犯罪构成的定型性。在具体适用中，只有当行为人的逃费行为导致被害

人失去债权实现的主动权，才可能出现刑法中的利益转移，进而构成利益盗窃罪。

（2）不法取回权利凭证中的利益转移

另一种与债务不履行密切相关的是不法取回权利凭证。鉴于欠条是最常见的权利

凭证类型，此处以不法取回欠条为例展开分析。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非法取得借款凭证

可以构成盗窃罪、抢劫罪等。例如法院在“戚某某、王某某等暴力抢劫欠条案”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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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行夺回欠款凭证，并让债权人在被告人已写好的收条上签字，

以消灭其债务的行为，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4 0 )

对于司法实践的做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欠条属于财物，

行为人将他人占有的欠条转移至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针对欠条本身成立盗窃，并以欠

条本身的经济价值（欠条记载的欠款数额）计算盗窃数额。(41) 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主张，

借条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本身不是财产，在纠纷发生后，它将起到证据的作用。(42)

即便债务人取得欠条，也与债权人遭受财产损失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刑法责难的

重心不是取得欠条，而应侧重恶意不履行债务，故有必要增设“恶意不履行债务罪”，(43)但

在现行法框架下只能作无罪处理 (44)。

笔者认为，行为人不法取得欠条可导致财产性利益发生转移，构成利益犯罪。诚然，

欠条本身作为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确实不宜被解释为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财物，

但其能够极大地提高债务履行的可能性，对债权实现的主动权产生直接影响。此时，欠

条是否具有“唯一性”颇为关键。当债权人占有的欠条乃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唯一

凭证时，倘若债务人拒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原本可以通过民事救济手段（向法院提交欠

条这一重要证据）强制要求债务人履行，利益实现的主动权属于债权人；但在行为人（债

务人）不法取得欠条后，债权的强制执行力被消解，债务是否履行、如何履行完全取决于

债务人，并且考虑到债务人不可能履行债务，所以伴随着内因要素的转移，外化要素同时

发生转移，符合利益转移的要件，构成利益犯罪。反之，当欠条本身并非证明债权债务关

系的唯一凭证时，即便行为人不法取得欠条，债权人也可以通过其他证据确保债权的强

制执行力，此时实现债权的主动权没有移转，不符合利益转移的要件，不构成利益犯罪。

2. 情形二：债权的增设

（1）套路贷中的利益转移

现实生活中，与债权增设密切相关的案件类型为“套路贷”。套路贷的过程可以分

为前期的“套路行为”和后期的“索债行为”。其中，套路行为是通过制造银行流水、诱

使被害人签订明显不利的合同等方法增设虚假债权；索债行为是以实现之前增设的虚假

债权为名进行索债，当被害人发现被骗而拒绝还款时，行为人采取暴力、胁迫、虚假诉讼

等手段强制其履行债务。根据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

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套路贷意见》）的规定，

套路贷类案件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需要思考的是，套路行为所导致的债权增设在刑

法中应作何评价，诈骗罪的既遂点是行为人索债完成还是增设债权完成。

(40) 参见陆晓伟：《暴力抢劫欠条构成抢劫罪》，载《人民司法》2000 年第 11 期，第 58 页。

(41) 参见前注 ⑭，张明楷文，第 1433-1438 页。

(42) 参见黎宏：《论盗窃财产性利益》，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 6 期，第 133-134 页。

(43) 参见前注 ⑯，刘明祥文，第 73 页。

(44) 参见王莹：《论财产性利益可否成为盗窃罪行为对象——“介入行为标准”说之提倡》，载《政法论坛》2016 年第 4 期，

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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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套路贷意见》指出，已经着手实施套路贷，但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的，没

有实现的债权部分（被害人没有归还的虚高欠款）成立犯罪未遂。但对于这一处理，学

界存在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在虚假债权设立以后，套路贷的诈骗罪即为既遂。因此，

为实现虚假债权而实施的讨债行为，属于套路贷犯罪的事后行为。”(45)也有学者主张，增设

债务的套路行为本身仅成立犯罪预备。(46)

笔者认为，司法实践的做法具有合理性，增设债权的套路行为构成犯罪未遂，索债行

为完成构成犯罪既遂。因为行为人通过套路行为增设债权只表明实现“套路之债所承

载的利益”的主动权转移给行为人，内因要素发生转移，被害人陷入不得不履行债务的

困境，面临财产损失的高度风险，成立犯罪未遂。只有当行为人通过具体的讨债行为，利

用债权实现的主动权切实取得外在的现实利益时，外化要素才发生转移，进而完成利益

转移的全过程，成立犯罪既遂。如果在套路贷案发之时尚有部分债务没有履行，对于被

害人已经履行的部分，成立犯罪既遂，而对于尚未履行的部分，成立犯罪未遂。

（2）非法充值中的利益转移

另一种与债权增设密切相关的是非法充值类案件。行为人利用一定的技术和设备

往购物卡、电影卡等消费卡中进行非法充值，之后由持卡人在指定商家进行消费，造成商

家经济损失。例如在“游某充值案”中，游某为某电影公司技术部门人员，该部门负责

开发、维护充值系统及软硬件设备。游某辞职后利用设备对过期作废的 43 张公司电影

卡进行非法充值，每张充值 2000 元，该电影卡不记名、不挂失，没有密码。之后，游某以

每张 1500 元的价格将电影卡出售给王某，王某购入后再加价出售给观影人员，最终导致

公司电影票房款损失 39900 元。(47) 此案处理的难点在于如何阐明被盗财产的转移问题。

“非法充值的案件中，行为人通过平和手段，为自己增设债权，侵害他人的经济利

益。”(48)不过此时是否构成财产犯罪中的利益转移，还需作进一步判断。在增设债权之前，

行为人尚未实施非法充值行为，未来债权所预设的特定利益完全由被害人享有。当行为

人采取非法充值增设债权时，由于消费卡不记名且没有密码，故商家无法拒绝持卡人使

用该卡，其面对凭空产生的债务，陷入不得不履行的境地，利益实现的主动权归于行为

人，内因要素发生转移。之后，当顾客持卡消费时，权利人将债权实现的主动权变现为外

在的现实利益，外化要素发生转移。

需要思考的是，在利益转移的过程中，单纯的非法充值行为是否应作为犯罪处理。

有观点认为，非法充值导致他人背负债务，构成犯罪既遂，之后行为人或第三人持卡消

费，给商家造成实际损失只能被视为客观处罚条件。(49) 但笔者认为，单纯的非法充值这一

(45) 前注 ⑧，陈兴良文，第 17 页。

(46) 参见邓毅丞：《“套路贷”的法教义学检视：以财产犯罪的认定为中心》，载《法学家》2020 年第 5 期，第 43 页。

(47) 参见彭东主编：《刑事司法指南》（总第 56 集），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8 页。

(48) 柏浪涛：《非法充值与盗窃债权》，载陈兴良、车浩主编：《刑事法判解》（第 24 卷），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230 页。

(49) 参见前注 ㊽，柏浪涛文，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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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债权行为导致商家面临财产损失的高度危险，成立犯罪未遂。当持卡人刷卡消费之

后，商家遭受现实的财产损失，成立犯罪既遂。据此，在“游某充值案”中，盗窃罪的既

遂金额为 39900 元，未遂金额为 46100（2000×43–39900）元。

（二）多边之债中的利益转移

多边之债中的利益转移是利益犯罪的复杂形态，围绕债所承载的利益，多个主体之

间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导致利益转移要件（利益在哪些主体之间以何

种形式进行转移）的认定难度有所增加。不过，立足于债的权利实现维度，利益转移在

多边之债与双边之债中的判断思路没有本质差异。利益转移的核心不是权利的转移，而

是债所承载的利益的转移。所谓多边之债，不过是围绕债所承载的利益的权利主体有所

增加，但利益本身仍然具有唯一性与确定性。在多边之债的场合，只需要明确界定债所

承载的具体利益，以及在不法行为前后何者享有利益实现的主动权，即可简洁、精准地把

握利益转移的脉络。以下分别对调换二维码与掐卡类案件予以讨论。

1. 调换二维码中的利益转移

二维码作为移动支付的重要工具，已经深入国民的现实生活，由此出现了一种新型

犯罪，即行为人通过调换商家收款二维码，导致顾客在向商家付款时因扫描错误的二维

码而将货款打入行为人的账户，最终致使商家遭受财产损失。对于调换二维码行为的定

性，学界与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形成盗窃罪说 (50)与诈骗罪说 (51)两大阵营。不过，随着理

论研究的深入，主张构成盗窃罪的观点渐成主流观点，即行为人构成针对财产性利益的

盗窃。问题是，在盗窃罪这一阵营内部，关于如何证成利益盗窃，在学理上争议颇多，主

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盗窃对象是何种财产性利益；二是该利益如何发生转移。

围绕盗窃对象，存在两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此时的盗窃对象为商家对顾客享有的

债权，即行为人通过调换二维码取得商家的债权人地位，将商家针对顾客的债权转移至

自己享有。(52) 与之相对，也有学者主张此时的盗窃对象为商家占有的对支付宝、微信等支

付平台的债权（货款），“即行为人通过偷换商家二维码的方式，将商家的该笔货款（对

支付宝或微信的债权）转移到自己的支付宝或微信账户上”(53)。对于利益如何发生转移，

也存在两种意见。多数学者立足于规范占有，主张当商家与顾客达成合意并交付货物时，

其对顾客享有的收款债权处在商家的分配领域之内，成立对这一财产性利益的占有；之

后行为人通过调换二维码取得债权人的身份地位，并且当顾客扫码支付货款时，行为人

实现债权。(54) 与之相对，也有学者立足于事实占有，认为“当顾客与商家订立买卖合同、

(50) 参见付立庆：《二维码案件中诈骗罪说的质疑与盗窃罪说的论证》，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第 51 页；蔡桂生：《新型支付方式下诈骗与盗窃的界限》，载《法学》2018 年第 1 期，第 169 页；孙运梁：《数字

时代财产性利益规范占有的教义学分析——以偷换收款二维码案件为例》，载《清华法学》2023 年第 3 期，第 57 页。

(51) 参见张明楷：《三角诈骗的类型》，载《法学评论》2017 年第 1 期，第 9 页，刘明祥：《偷换收款二维码取财行为定性探

究——兼与孙运梁教授商榷》，载《清华法学》2024 年第 5 期，第 5 页。

(52) 参见柏浪涛：《论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载《东方法学》2017 年第 2 期，第 97 页。

(53) 前注 ㊿，孙运梁文，第 73 页。

(54) 参见前注 ㊿，付立庆文，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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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价款债权时，在价款债权之上同时存在双重的事实占有主体，即行为人与商家……

当顾客完成支付时，商家价款债权的实现才在事实上面临障碍，其事实占有受到破坏”(55)。

上述争议表明，倾向于认为调换二维码的行为构成利益盗窃罪的观点内部也存在较

大分歧；围绕行为人、商家以及顾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学者们通过改造占有概念，分

别将不同法律关系的变动与利益的占有转移关联在一起，在理论越发精细化的同时，也

使学说分歧延展至细枝末节之中。如果跳出上述理论漩涡，放弃利益占有这一基本构造，

从债的权利实现维度把握利益转移要件，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便可以化繁为简。

其一，在多边之债中，对于盗窃对象的理解应直接定位为债所承载的特定利益。争

论盗窃对象是商家针对顾客的债权还是针对支付平台的债权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明确

商家针对不同主体享有的债权不过是在权利归属层面对各种债权债务关系予以厘清，但

利益转移根植于权利实现的维度，转移对象应直接定位于权利实现层面的债所承载的利

益。无论商家、顾客、支付平台之间形成何种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些债所承载的具体

特定利益是唯一的，即与顾客给付价款相等额的价值利益。

其二，在调换二维码的案件中，债所承载的利益从商家转移至行为人。在内因要素

的转移阶段，行为人通过调换二维码将利益实现的主动权从商家转移至行为人。在调换

二维码之前，在商家、顾客以及支付平台等多个主体之间，商家存在充分的法律依据与救

济手段要求顾客支付价款，具有利益实现的主动权；而在调换二维码之后，商家未能发觉

二维码已经被调换，顾客将要支付的实际对象由商家转为行为人，此时利益实现的主动

权由商家转移至行为人。在外化要素的转移阶段，行为人借助顾客的支付行为，利用利

益实现的主动权获得顾客所支付的价款这一本应由商家享有的债所承载的现实利益。

因此，行为人通过调换二维码，取得了利益实现的主动权，致使商家享有的（预期）

应得利益发生转移，最终由行为人现实享有，满足利益转移之要件，应以盗窃罪论处。

2. 掐卡中的利益转移

在掐卡类案件中，行为人作为供卡人，在出借银行卡之后，通过挂失旧卡、补办新卡

的方式截留卡内资金。由于卡内资金本质上为存款人所享有的银行债权（存款债权），

所以掐卡行为是否导致财产性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发生转移成为问题。对此，主要有侵

占罪说与盗窃罪说两种观点。

持侵占罪说的学者认为财产性利益未发生占有转移，因为在出借银行卡的场合，供

卡人对账户仍然具有实际控制力，即便用卡人将存款存入他人的账户并能在一定额度内

取款或者转账，在法律上也应认定供卡人是债权的占有人，其将卡内财产据为己有，构成

侵占罪。(56) 司法实践中，认定成立侵占类犯罪的判决理由为供卡人能够随时通过挂失等

方式占有账户内资金，其对所涉资金具有实际的控制权，卡内资金属于“代为保管的他 
 

(55) 前注 ⑲，徐凌波文，第 146 页。

(56) 参见钱叶六：《存款占有的归属与财产犯罪的界限》，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231-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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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物”。(57) 与之相对，持盗窃罪说的学者主张财产性利益发生了占有转移，因为“在供

卡人将银行卡提供给用卡人后，用卡人修改了密码，只有用卡人可以随时利用银行卡和

密码取款和转账，而供卡人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58)，所以与卡内资金相关的财产性利益

由用卡人占有，之后的掐卡行为导致财产性利益从用卡人转移至供卡人，构成盗窃罪。

司法实践中，认定成立盗窃罪的判决理由为，供卡人将银行卡的实际支配、控制权让与用

卡人，卡内资金及资金进出流向均不受供卡人控制；之后的掐卡行为导致卡内资金从用

卡人转移至供卡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59)

上述争议表明在掐卡类案件中，存款债权到底归何者占有十分模糊。如果延用存款

占有概念——对存款的实质性控制、支配 (60)，供卡人与用卡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享有

存款债权，由此围绕“二者之间谁对银行存款更具备支配力”这一争点难以达成共识。

问题是，存款债权作为一种“债”，其所承载的特定利益是存款账户中的存款利益，不同

主体在同一存款利益上可以同时享有一定权利，供卡人与用卡人均以债权人（而非物权

人）的身份存在，故难以用占有概念准确描述二者的权利状态。但如果立足于债的权利

实现维度，则可以清晰把握存款债权中的利益转移。

其一，在掐卡行为之前，用卡人享有实现存款利益的主动权。在判断用卡人与供卡

人之间何者具有实现存款利益的优势地位时，必须结合法律依据与民事救济手段进行综

合判断。《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 45 条规定，“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银行

结算账户”。虽然供卡人将账户交由用卡人使用违反该规定，但并不意味着用卡人将钱

款存入供卡人的账户后所享有的债权不受民法保护。因为 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6 条将判断合同是否

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标准聚焦于“规范目的”，如果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能够实

现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则合同不因违反该规定而无效。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第 65 条的规定，非经营性的存款人出借账户给他人使用，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 元罚款；经营性的存款人有上述行为的，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若供卡人违规出借账户给用卡人，则前者承担上述行政责任即可实现“确保账

户实名制”这一规范目的，出借行为虽然违反相关规定，但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行

为本身在民事上是有效的。当用卡人向银行账户中存入款项时，虽然名义上存款债权人

为供卡人，但根据用卡人与供卡人之间的合同，用卡人才是存款利益的真实权利人。

基于上述分析，在掐卡行为之前，在用卡人、供卡人以及银行等多方主体之间，占据

实现存款利益优势地位的主体为用卡人。用卡人可以随时支取账户内的资金，从而实现

(5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 133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2-53 页。

(58) 张明楷：《供卡人掐卡、取款的行为性质》，载《法学评论》2024 年第 1 期，第 7 页。

(59) 参见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9）豫 0403 刑初 119 号刑事判决书；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豫 04 刑终 241 号刑事裁定书。

(60) 参见黎宏：《论财产犯中的占有》，载《中国法学》2009 年第 1 期，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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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债权；而且，即便用卡人与供卡人发生纠纷，民法也将存款债权的相关利益归属于用

卡人，并通过民事诉讼等手段为之提供保护，确保用卡人享有实现存款利益的主动权。

其二，在掐卡行为之后，供卡人通过挂失补办等手段取得实现存款利益的优势地位，

并且由于该利益本就“存储”于其银行账户，所以在获得实现存款利益主动权的同时便

已经现实地获得该利益（内因要素的转移与外化要素的转移相重合）。行为人通过实施

掐卡行为，致使用卡人所持有的银行卡、U 盾等作废，后者无法支取存款账户中的钱款，

实现存款利益的优势地位转移至供卡人，这不仅是因为供卡人可以随时使用账户内钱

款，更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掐卡的场合，供卡人在挂失补办之后迅速失联，用卡人难以通过

民事救济手段主张并实现其债权，实现存款利益的主动权从用卡人转移至供卡人，进而

完成利益的转移。因此，掐卡行为应成立盗窃罪而非侵占罪。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供卡人在挂失补办银行卡之后，用卡人依然能够通过民事诉讼

等手段主张并现实地获得存款利益（如供卡人与用卡人为熟人，后者知晓前者的家庭住

址以及大致的资产状况等），则其在民事救济手段的保障下仍享有实现存款利益的主动

权，此时的掐卡行为不构成刑法上的利益转移，双方之间的争议尚属于民事纠纷。

五、余 论

在将财产犯罪中利益转移要件重构为“内因要素的转移 + 外化要素的转移”之后，

需要进一步将其与财物转移要件相统合，确立统一的财产转移要件。事实上，利益转移

要件的双层构造在财物转移中也能够得以适用。无论是财物还是财产性利益，对于主体

而言，最终目的都不是单纯占有或者享有客体本身，而是实现物或债所承载的具体利益，

所以在判断客体转移时，均可以嵌入“实现利益的主动权”这一中间要素，从而分为内

因要素转移与外化要素转移两个阶段。只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物转移的内因要素

与外化要素同时实现，（虽然可以但）没有必要在转移内部作此拆分。不过，在某些特

殊场合，转移的双层构造对于财物犯罪的认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若内因要素与外化要素在时空上并不重合，则当后者的转移完成时犯罪既遂。

在盗用的场合，不能笼统地将转移界定为财物本身的转移，因为在行为人占有但尚未使

用财物时，直接将（之后返还的）财物本身认定为财产损失会夸大被害人的真实损失数

额；真正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是窃取之后对财物的进一步使用，被害人享有财物的总

体价值减少，财物的部分内在价值发生转移。若承认财物转移的双层构造，此情形下的

转移过程便可得到清晰阐释。在行为人窃取财物时，内因要素发生转移，行为人占有财

物时取得实现“物所承载的利益”的主动权，但此时行为人还没有对财物进行使用并获

取其部分价值，外化要素尚未转移。只有当行为人现实地使用财物，从财物中抽离出部

分价值归自己所有，外化要素才发生转移。内因要素的转移与“盗”相对应，外化要素

的转移与“用”相对应，行为人“盗”的是利益实现的主动权，“用”的是财物的使用

价值，二者相结合才完成财物内在价值的转移，成立犯罪既遂，犯罪数额限于行为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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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所获得的价值利益部分。

其二，如果内因要素没有转移，即便财物被行为人占有，也不符合财物犯罪的转移要

件。如行为人为了躲债进监狱，对路人实施抢劫，在抢劫过程中逼迫被害人打电话报警，

或直接跑到附近的派出所（距离案发地点仅 50 米左右），被公安人员直接抓获。(61) 此时

行为人虽然形式上以暴力手段占有被害人财物，但客观上没有切断财物与被害人之间的

关联（未在夺得财物后迅速失去踪迹），被害人获悉财物所在位置，没有失去民事救济可

能性，甚至行为人在警察到来后主动归还财物，自始不妨碍被害人实现“物所承载的利

益”。所以被害人并没有彻底丧失主动权，内因要素没有转移，即便财物被行为人短暂占

有，也不符合财物的转移要件，不成立财产犯罪。

因此，财物转移与利益转移均由“内因要素的转移（实现客体所承载的利益的主动

权之转移）+ 外化要素的转移（利用该主动权实现具体利益之转移）”两个阶段组成，进

而可以将二者统合为“一元化”的财产转移要件。

Abstract: Proprietary interests refer to ‘debts’ with the attribute of right to claim.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proprietary interests/debts’ and ‘properties/things’ in 
terms of the attribution of right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rights. Therefor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ransfer of property possession cannot be applied directly to judge the transfer of interests. 
The transfer of proprietary interests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dimens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debt 
rights. The object of transfer is not the creditor’s rights themselves but the specific interests 
carried by the debts. Once a proprietary interest is transferred, the creditor loses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the rights. When assessing the possibility of rights realiz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civil remedies is a core consideration. The transfer of interests has a two-layer structure 
in property crimes. Firstly, there is the transfer of internal elements, where the initiative to 
realize the interests carried by the debts shifts from the victim to the perpetrator, revers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s of the two parties. Secondly, there is the transfer of external elements 
as the perpetrator uses the initiative in realizing the interests to obtain the actual interests 
carried by the debts that should have been enjoyed by the victim. Only when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are transferred can the transfer of proprietary interests be considered 
complete.

（责任编辑：王  楷）

(61) 参见陈博：《22 岁男子为进监狱躲债持刀冲进派出所抢劫》，载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sh/2011/03-
03/2880058.shtml，2025 年 9 月 4 日访问。


